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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集聚、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对农户采纳
新技术行为的空间影响

———以淡水养殖为例

李博伟，徐翔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农业生产集聚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能够激发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促进新技术信息知识的

传播与扩散，从而对农户采纳新技术行为产生空间影响。 以行政村层面淡水养殖微生物调水技术采

纳行为为研究对象，利用村－户对接的调研数据，采用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实证检验了养殖集聚及技术支

撑主体嵌入对技术采纳的空间影响，主要结论有：（１）农户采纳技术行为和掌握技术水平在行政村层

面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行政村层面农户技术投入强度和掌握技术水平的差异显著，且在相邻村

庄之间存在显著正的相关性；（２）养殖集聚能够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村内传播，从而显著促进村内技

术使用强度的提升，但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３）公共技术支撑主

体嵌入养殖集聚能够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村内传播，从而显著正向影响村内农户采纳技术强度，但

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４）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养殖集聚不

仅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村内传播，还能促使技术信息知识扩散到邻近村庄，从而对农户采纳技术行

为产生显著的空间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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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６ 年中央 １ 号文件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是去库存和降

成本，其中，降成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成本降下来了，库存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１］ ，降成本是资

源配置问题，根本途径在于应用新技术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要素生产率 ［２］ ，基于这样的认知，我
国的农业科研投入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农林牧渔业 Ｒ＆Ｄ 支出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７．３６６５ 亿元

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０６． ０１１５ 亿元。 尽管农业科研投入力度持续加强，但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较

低，根据毛学峰等 ［３］ 的研究成果，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我国涉农科研单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

４１％，涉农企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 ４７．２４％，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基于这样的事实，大量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户采纳新技术的决策机制，起初的研究多关注决

策者的个体差异，认为农户的年龄 ［４］ 、性别 ［５］ 、受教育程度 ［６］ 、接受培训 ［７］ 等特征因素会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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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新技术的采纳，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经济地理学派开始将空间因素纳入模型考察农

户采纳新技术行为。 应瑞瑶和徐斌 ［８］ 发现在研究农户参与病虫害统防统治行为时，如果忽略空

间效应会使得模型的解释力下降，说明空间因素影响农户技术采纳决策，有学者将空间因素归

结为信息传播，认为由于新技术推出时间短，加之市场机制不完善容易造成信息缺失，因此农户

采纳技术行为存在空间差异的原因是技术信息知识传播程度的空间差异 ［９］ ，进一步挖掘深层次

因素发现，农业技术与实践紧密相连使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从“干中学”中总结得来，具有隐性

特征，因此农业技术信息知识的传播大量依赖“面对面交流” ［１０］ ，农业生产集聚中农户与其他经

济主体形成的密集网络有利于实现“面对面交流”并传播隐性知识，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农业生

产集聚在完善技术市场的同时丰富了网络的层次，促进新技术的传播 ［１１］ 。 那么农业生产集聚

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是否是影响农户采纳新技术行为的空间因素。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理

论分析农业生产集聚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通过促进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的

空间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淡水养殖的前沿技术———微生物调水技术①为例，以行政村层面的农户

采纳技术行为为研究对象②，利用江苏、浙江、广西三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淡水养殖集聚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通过传播技术信息知识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的空间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农业生产集聚中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

学术界对社会网络的定义尚无统一标准，本文比较认可资源说，即认为社会网络是资源的

载体 ［１２］ 。 资源嵌入社会网络中，网络成员通过有目的的工具性行动攫取资源 ［１３］ 。 其中，信息是

嵌入网络中的重要资源形式，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况下，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减少由于信息缺失

造成的效率损失，这一观点已经在劳动力市场被反复证明，关系网络能够帮助求职者获得关键

求职信息 ［１４］ ，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具有隐性特征，其传播依赖于面对面交流，因此社会网络在农

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发挥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网络成员间通过交流学习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提

升，弥补技术信息的缺失 ［１５］ ，而农业生产集聚大量同行业经济主体的地理邻近和信任的累积能

够有效激发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
１．地理邻近是网络发挥学习效应的前提条件

农户之间相互邻近使得相互学习的成本下降。 其中，直接影响体现经济主体之间联系的时

间成本和交通成本下降。 间接影响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信息搜寻成本下降，由于地理邻近和农

业生产的露天性，农户很容易发现周围生产技能领先的精英个体，因此更容易精准联系学习对

象，信息搜寻成本下降 ［１６］ ；建立在地理邻近基础上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使得行动的沟

通成本、谈判成本以及资源获取成本下降 ［１７］ ，从而让知识共享、技术共享变得容易。 与此同时，
地理邻近使得相互间深入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诸如实地取经、接受示范等深层次互动更容易

实现，从而有利于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知识 ［９］ 。 随着集聚内部分工的细化，大量的上下游主

体和技术支撑主体聚集在周围，相互邻近满足了网络发挥学习效应的前提条件，同时提高了网

络规模、网络强度和网络层次，网络的学习效应增强。
２．信任的累积有利于网络发挥学习效应

农业生产集聚内容易形成信任机制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集聚内的社会网络必然根植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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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养鱼先养水，微生物调水技术相比传统调水技术更有利于养殖效益的提升，但是现实中技术供给主体良莠不齐、技术

操作复杂以及缺乏技术中介使得技术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缺失，阻碍技术推广。
农业技术的隐性特征使得技术传播依赖“面对面交流” ，从而使得技术难以在更为宏观的空间层面内传播，因此本文

选择以行政村空间层面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为研究对象。



地的乡土社会网络，网络成员之间由血缘、亲缘等情感性纽带连接 ［１８］ ，网络成员之间互惠动机

强烈，表现为在工具性行动中嵌入情感因素，能够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催生信任机制，从而杜绝

虚假信息的传播，提高知识传播效率 ［１９］ ；高水平信任难以通过单次的信任博弈建立 ［２０］ ，而农业

生产集聚的形成非一朝一夕，其中的经济主体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产生并累积

信任，当信任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从而有效弥补正式制度的缺

失，使行动更具效率 ［２１］ 。
（二）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农业生产集聚进一步激活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

在一个完全由“强关系”构成的“熟人网络”里，各人拥有的信息完全相同，交流无法提高任

何一方的知识水平，而“弱关系”连接的双方由于具有非重复的信息，相互联系可以交换信息从

而提高双方的知识水平，因此，新经济社会学派关注产业集聚中“弱关系”在创新活动中的作

用，认为产业集聚为其中的经济主体提供了接触不同信息中介的机会，促进新知识和思想的传

播 ［２２］ ，技术支撑主体作为主要弱关系信息中介在农业产业集聚中的作用被广泛关注，肯尼亚切

花产业集群中技术研发企业的嵌入 ［２３］ ，西班牙蔬菜产业集群中跨国公司的嵌入均对农户采用

新技术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２４］ 。 而弱关系嵌入网络结构不仅影响农户个体创新行为，还能进一

步增强网络的学习效应，本文利用图 １ 对此作具体分析。

图 １ａ：网络结构（１） 　 　 　 　 　 图 １ｂ：网络结构（２） 　 　 　 　 　 　 　 图 １ｃ：网络结构（３）

在图 １ 所示的三种网络结构中，实线代表强关系连接，虚线代表弱关系连接，图 １ａ 的网络

成员 Ａ、Ｂ、Ｃ 均通过强关系连接，网络中传递的信息大多是重复和冗余的，不利于传播新知识；
图 １ｂ 中，弱关系 Ｄ 嵌入 Ａ、Ｂ、Ｃ 的网络结构，Ｄ 能够给 Ａ、Ｂ、Ｃ 带来新知识，相比图 １ａ 的网络结

构无疑更有利于新知识传播，但由于 Ｄ 是唯一嵌入的信息中介，是 Ａ、Ｂ、Ｃ 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桥

梁，因此 Ｄ 占据了网络中唯一的“结构洞”位置，完全控制了网络内外的信息流动 ［２５］ ，容易造成

一言堂，阻碍新知识的流入；图 １ｃ 中，成员 Ａ、Ｂ、Ｃ 的网络结构中分别嵌入了不同的弱关系，Ａ、
Ｂ、Ｃ 从不同的信息中介获得了差异化的信息，促使 Ａ、Ｂ、Ｃ 通过相互交流最大化各自掌握的信

息量，Ａ、Ｂ、Ｃ 还能以彼此为桥梁与 Ｄ、Ｅ、 Ｆ 产生互动，即网络成员间通过 “信息桥” 发生互

动 ［２６］ ，相比图 １ｂ 的网络结构，图 １ｃ 的网络结构中嵌入了更多弱关系，从而进一步激发了网络

的学习效应，促进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 需要说明的是，农业生产集聚规模的扩大促使技术

支撑主体的出现，而技术支撑主体的出现推动农业生产集聚进一步发展，二者表现为交互作用。
（三）网络嵌入市场机制中发挥协同作用

关于社会网络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存在争议。 Ｓｔｉｇｌｉｔｉｚ［２７］ 认为社会网络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
社会网络能够替代一部分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依然能够运行。
有学者据此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的作用会减弱 ［２８］ ，即认为社会

网络和市场机制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本身就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社
会资本能够在市场化的不同时期提供不同资源，从而嵌入市场化进程影响经济运行，即二者之

间存在互补关系 ［２９］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网络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在市场机制

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和市场机制呈现互补关系，共同促进经济运行，而在达到或接近完

全的市场经济后，社会网络的作用受到限制，相应的证据是从天津、上海、厦门、广州到香港，社
会网络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强呈现倒“ Ｕ”型关系 ［３０］ 。 相比之下，本文更接受最后一种

观点，回归本文的研究主题不难发现，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区域参与市场分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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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催生了农业生产集聚、技术支撑主体的出现，是分工细化的表现。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集聚

和技术支撑主体的出现使得农户工具性社会网络水平大大提高，在现阶段市场仍存在诸多不完

善的情况下，网络必然嵌入市场机制发挥协同作用促进技术信息知识的传播扩散。
根据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１：农业生产集聚通过促进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对农户采纳新技术行为产生正向的空间

影响。
Ｈ２：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农业生产集聚通过促进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对农户采纳新技术行为产

生正向的空间影响。
本文待验证的是在养殖集聚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通过网络的学习效应传播技术信息知识，

从而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空间影响，因此，本文的理论模型如下：
Ｔ ｉ ＝ ｆ（ ＩＮＦ ｉ，ＩＮＦ ｉ×Ｃ ｉ，ＩＮＦ ｉ×Ｃ ｉ×Ｚ ｉ，Ｓ ｉ，ε ｉ）① （１）

式（１）Ｔ ｉ 表示第 ｉ 个行政村农户的新技术投入行为； ＩＮＦ ｉ 表示第 ｉ 个行政村农户对新技术

信息的掌握程度，用以检验技术信息知识对采纳技术行为的空间影响；ＩＮＦ ｉ×Ｃ ｉ 表示第 ｉ 个行政

村农户掌握技术信息程度与该行政村淡水养殖集聚程度的交互项，以检验产业集聚是否能通过

促进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对采纳新技术行为产生空间影响，即研究假说 Ｈ１；ＩＮＦ ｉ×Ｃ ｉ×Ｚ ｉ 表示第 ｉ
个行政村农户掌握技术信息程度、淡水养殖集聚程度和技术支撑主体的交互项，用以检验技术

支撑主体嵌入养殖集聚中是否能通过交互作用促进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对采纳技术行为产生空

间影响，即研究假说 Ｈ２；Ｓ ｉ 表示行政村内其他可能影响农户采纳新技术行为的特征因素；ε ｉ 表

示随机扰动项。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置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江苏南京和无锡、浙江湖州、广西南宁三省四市淡水产品养殖

户的实地调研，调研分为行政村调研和淡水养殖户调研，村和户一一对接，具体为每个行政村选

取 ５ ～ ６ 名农户。 其中，农户调研采取调研员与农户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调研内容主要关于

农户微生物调水技术采纳情况和对微生物调水技术信息知识的掌握情况；行政村调研采取调研

员与村党委书记或村长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调研内容主要包括村庄用于淡水养殖的土地面

积、从事淡水养殖的户数、村庄附近养殖技术支撑主体分布以及村庄水资源禀赋、人均收入等。
全部调研共涉及 １０ 县（区） 、１４ 镇（乡） ，共获得 ５９ 个有效村级样本和 ３４３ 个有效农户样本。

（二）模型设置

要验证养殖集聚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下技术信息知识的传播及对采纳技术行为的空间影

响必须要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将式（１）的理论模型转化为如下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
　 　 　 　 Ｔ ＝ β０＋β１ ＩＮＦ＋β２ ＩＮＦ×Ｃ＋β３ ＩＮＦ×Ｃ×Ｚ＋β４Ｓ＋β５ＷＩＮＦ＋β６ＷＩＮＦ×Ｃ

＋β７ＷＩＮＦ×Ｃ×Ｚ＋β８ＷＳ＋ρＷＴ＋ε （２）
式（２）中 Ｔ、ＩＮＦ、Ｃ、Ｚ、Ｓ 等变量与式（ １）中所代表的含义一致，Ｗ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

择邻近空间权重矩阵，采用 ｑｕｅｅｎ 邻近计算方法，即矩阵元素在样本村之间有共同边界或共同

顶点时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 β０ 为常数项，β１—β８ 为待估参数，ＷＩＮＦ、ＷＩＮＦ×Ｃ、ＷＩＮＦ×Ｃ×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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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技术信息传播是影响空间内农户集中采纳新技术的直接因素，农业集聚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通

过促进技术信息传播间接产生空间影响，因此，在理论模型中不纳入淡水养殖集聚程度（ Ｃ ｉ）的一次项，而通过村级掌握技术

信息程度和村级淡水养殖集聚程度的交互项（ ＴＮＦ ｉ ×Ｃ ｉ） 以及村级掌握技术信息程度、淡水养殖集聚程度和技术支撑主体

（ ＴＮＦ ｉ×Ｃ ｉ×Ｚ ｉ）的交互项来反映这一间接作用。



ＷＳ、ＷＴ 分别考虑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三）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检验淡水养殖集聚及技术支持主体嵌入通过传播技术信息知识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

的空间影响。 参考以往的研究以及本文的研究需要，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核心变量。
１．村庄层面农户技术投入强度。 参见王静和霍学喜 ［３１］ 的做法，以每个村样本农户的单位养

殖面积微生物制剂投入量的算术平均值表示村庄层面农户技术投入强度。
２．村庄层面农户掌握技术信息知识水平。 设置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农户对技术信息知

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本文从市场信息和使用信息两方面设置指标体系，其中市场信息包括农户

掌握微生物制剂产品质量信息和价格信息；使用信息包括操作信息和经验信息，（ ０ ＝很不同意、
１ ＝比较不同意、２ ＝中立、３ ＝比较同意和 ４ ＝很同意） ，由农户自评得出，具体分析时通过因子分

析提取公因子，以因子得分衡量农户对技术信息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而以每个村样本农户掌握

技术信息公因子得分①的算术平均值衡量村庄农户对技术信息知识的总体掌握情况。
３．行政村淡水养殖集聚程度。 宏观上通常采用区位熵来衡量各村淡水养殖集聚程度，计算

公式为 Ｃ ｉ ＝ Ｅ ｉｄ ／ Ｅ ｉ( ) ／ Ｅ ｔｄ ／ Ｅ ｔ( ) ，Ｅ ｉｄ表示 ｉ 地区 ｄ 产业的总产出或要素投入，Ｅ ｉ 表示 ｉ 地区全部产

业的总产出或要素投入，Ｅ ｔｄ表示全部地区 ｄ 产业的总产出或要素投入，Ｅ ｔ 表示全部地区所有产

业的总产出或要素投入。 本文借助区位熵的定义，以土地和劳动要素集中程度衡量各行政村淡

水养殖产业的集聚程度，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指标：
Ｃ ｉＬ ＝ Ｌ ｉｄ ／ Ｌ ｉ( ) ／ Ｌ ｔｄ ／ Ｌ ｔ( ) （３）

式（３）中 Ｃ ｉＬ表示以土地要素集中度衡量的产业集聚指标，其中 Ｌ ｉｄ表示 ｉ 村淡水养殖的土地

投入，Ｌ ｉ 表示 ｉ 村农、林、牧、渔业总土地投入，Ｌ ｔｄ表示全部 ５９ 个行政村的淡水养殖业土地投入，
Ｌ ｔ 表示全部 ５９ 个行政村的农、林、牧、渔业总土地投入。

Ｃ ｉＮ ＝ Ｎ ｉｄ ／ Ｎ ｉ( ) ／ Ｎ ｔｄ ／ Ｎ ｔ( ) （４）
式（４）中 Ｃ ｉＮ表示以劳动力要素集中程度衡量的产业集聚指标，Ｎ ｉｄ表示 ｉ 村从事淡水养殖的

农户数，Ｎ ｉ 表示 ｉ 村总户数，Ｎ ｔｄ表示全部 ５９ 个行政村从事淡水养殖的农户数，Ｎ ｔ 表示全部 ５９
个行政村的总户数。

４．技术支撑主体嵌入。 本文将技术支撑主体分为公共技术支撑主体和盈利性技术支撑主

体分别予以关注，设置变量：村庄周围是否存在属性为政府或事业单位的淡水养殖技术研发、推
广、服务机构（否 ＝ ０，是 ＝ １） ；村庄周围是否存在属性为私人部门的淡水养殖技术研发、推广、服
务机构（否 ＝ ０，是 ＝ １） 。

５．村庄资源禀赋。 诱致性变迁理论认为由于农户的技术选择与其生产要素禀赋相匹配 ［３３］ ，
因此，生产要素禀赋的空间结构差异使得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存在空间差异，而水资源质量直

接影响农户对调水技术的需求 ［３４］ ，从而影响微生物调水技术的扩散，因此选取村庄水源是否受

到污染变量：水源未受到污染 ＝ ０；水源受到污染 ＝ １。 微生物调水技术的使用成本高于传统调

水技术，因此设置村庄人均年收入变量衡量资本禀赋。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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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公因子得分存在负值，不利于真实反映交互项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公因子得分标准化映射到［ ０，

１］区间上，计算公式为：ｘ ＝
ｘ－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公式中ｘ表示经过标准化的公因子得分，ｘ 表示未经标准化的公因子得分，ｘｍａｘ、ｘｍｉｎ分别

表示公因子得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代码 指标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村庄技术投入强度 Ｔ 百元 ／ 亩 １．４２ １．５２ ５．６８ ０

掌握技术信息知识公因子 ＩＮＦ 因子得分 ０．４９ ０．３２ １ ０

淡水养殖土地集中度 ＣＬ 见式（ ３） １．０７ ０．６６ ２．５８ ０．０１

淡水养殖劳动集中度 ＣＮ 见式（ ４） １．０５ １．２１ ４．６１ ０．０３

是否公共技术支撑主体 ＧＯＶ ０ ＝否；１ ＝是 ０．２ ０．４１ １ ０

是否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 ＣＯＯ ０ ＝否；１ ＝是 ０．２９ ０．４６ １ ０

水源是否被污染 ＰＯＬ ０ ＝否；１ ＝是 ０．４９ ０．５ １ ０

村人均年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万元 ／ 年 １．７７ ０．６２ ３．１ ０．８

　 　 从表 １ 可以看出，不同行政村农户微生物调水技术投入强度数据方差较大，说明村级层面

的技术使用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表现在有些村庄农户整体技术投入强度很高，而有些村庄农

户整体技术投入强度很低。 分地区来看①，浙江湖州村级技术投入强度的均值最高，达 ２９１．１１
元 ／亩，广西南宁最低，为 ６８．０８ 元 ／亩。 行政村层面农户掌握技术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②，村
级掌握技术信息知识公因子得分超过 ０．８ 的行政村有 １２ 个，村级掌握技术信息知识公因子得

分低于 ０．２ 的行政村有 １５ 个，分地区来看，浙江湖州村级掌握技术水平的均值最高，平均因子

得分为 ０．８２，广西南宁最低，仅为 ０．２１。
行政村养殖集聚度相对较高。 样本村中，淡水养殖土地集中度高于 １ 的有 ２６ 个村，占

４４．０７％，淡水养殖劳动力集中度高于 １ 的有 １８ 个村，占 ３０．５１％；相比之下，浙江湖州地区的淡

水养殖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其次集聚程度较高的是无锡，南京和南宁的养殖集聚

程度较低。
总体来看，技术支撑主体严重缺失，公共技术支撑主体主要分布在江苏，而盈利性技术支撑

主体主要分布在浙江。 １２ 个行政村附近有公共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占总样本的 ２０．３４％，其中

有 ６ 个分布在江苏无锡；１７ 个行政村附近有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占总样本的 ２８．８１％，其
中有 １２ 个分布在浙江湖州。

资源禀赋方面，样本村的水资源质量差异较大，有 ２９ 个行政村的水源受到污染，占总样本

的 ４９．１５％；样本村的收入水平差异也较大，江苏无锡各样本村的平均收入水平最高，人均 ２．３９
万元 ／年；其次为浙江湖州，人均 ２．１１ 万元 ／年；江苏南京为 １． ５２ 万元 ／年；广西南宁最低，仅为

１．１７万元 ／年。

四、实证模型结果

（一）主要变量的空间相关性描述

目前最常被用来描述空间相关性的指标是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 Ｉ） ，该指数可以视为观测值与

其空间滞后的相关系数，系数为正表示正自相关，系数为负表示负自相关，用公式表达为：

Ｉ ＝
∑ ｎ

ｉ ＝ １∑ ｎ
ｊ＝ １ ｘ ｉ－ｘ( ) ｘ ｊ－ｘ( )

Ｓ２∑ ｎ
ｉ ＝ １∑ ｎ

ｊ＝ １ｗ ｉｊ

（５）

其中 Ｓ２ 是样本方差，ｗ ｉｊ为邻近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 ｎ
ｉ ＝ １∑ ｎ

ｊ＝ １ｗ ｉｊ是全部空间权重之和，Ｉ＞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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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分地区的数据受篇幅限制未在文中列示，感兴趣的可向作者索要。
掌握技术信息知识的因子分析的可行性检验结果显示 ＫＭＯ 值为 ０． ７７１，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１２５３． ３６０

且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检验，因此适合因子分析。 ４ 个指标提取了一个公因子，且公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 ８０．８０４％，提取的公

因子适合用作分析。



表明变量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即高值与高值邻近或低值与低值邻近； Ｉ＜０ 表明变量间存在

负的空间相关性，即高值与低值邻近；Ｉ ＝ ０ 表明变量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用 ｓｔａｔａ１１．０ 定义空

间邻近矩阵，测算村庄层面新技术投入强度和掌握新技术信息的莫兰指数 Ｉ，并对结果做双边检

验，同时测算了吉尔里指数 Ｃ 和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指数 Ｇ① 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２　 主要变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变量 Ｉ Ｉ 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 Ｃ Ｃ 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 Ｇ Ｇ 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

Ｔ １．０４２ １４．２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６ －１．９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２７６ １０．８０３ ０．０００

ＩＮＦ ０．８１０ １０．８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８０ －６．９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５ ６．５７５ ０．０００

　 　 行政村层面的微生物调水技术投入强度的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和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指数均为正

值，其中莫兰指数和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指数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双边检验，吉尔里指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

通过双边检验；行政村层面农户掌握技术信息知识的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和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指数均

为正值且全部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双边检验。 结果说明行政村层面的农户技术投入强度和掌握

技术信息知识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即相邻村庄的农户技术投入强度和掌握技术水平显

著正相关。 进一步检验 ５９ 个行政村的局部空间莫兰指数②，结果显示 １０ 个行政村微生物调水

技术投入强度的莫兰指数为正且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１０ 个村全部位于浙江

湖州市，说明该地区村级层面技术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由于浙江湖州各样本村

的村级技术投入强度均值最高，相应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技术投入强度高的村庄相互邻近；
２７ 个行政村掌握技术信息知识的莫兰指数为正且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

１５ 个位于浙江湖州、１２ 个位于广西南宁，说明这两个地区村级层面农户掌握技术水平存在显著

的空间正相关性，所不同的是，浙江湖州各样本村的村级掌握技术水平均值最高，相应的空间正

相关性表现为掌握技术水平高的村庄相互邻近，而广西南宁各样本村的村级掌握技术水平均值

最低，相应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掌握技术水平低的村庄相互邻近；在对两个变量局部莫兰指

数的测算中，没有行政村显著为负值，说明无论是全局还是局域空间内，行政村层面技术投入强

度和掌握技术水平均不存在空间负相关性。
（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以土地要素集中度和劳动要素集中度两个指标衡量行政村的淡水养殖集聚程度，并分

别代入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中，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对式（２）进行估计。 但 Ｌｅ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ｃｅ［３５］ 认

为模型的回归系数不能直接用来度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空间效应，需要采用偏微分方法将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是自变量对本区域

内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是自变量对邻近区域的溢出效应，总效应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算

术加总。 为了确保空间杜宾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另外用空间自回归模型（ ＳＡＲ）和空间误差

模型（ ＳＥＭ）进行估计，在对三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需要先检验空间效应，对空间误差

的检验表明，土地要素集中度模型在 ５％的水平上通过了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检验，劳动要素集中

度模型分别在 １０％和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检验和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检验；对空间滞后

的检验表明，土地要素集中度模型和劳动要素集中度模型均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检验和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检验。 结果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存在空间溢

出效应。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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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限于篇幅，吉尔里指数 Ｃ 和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指数 Ｇ 的计算公式在文中不予列出，具体可参见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Ｓｔａｔａ 应用》 。
受限于篇幅，５９ 个行政村的局部莫兰指数及检验结果此处不予详细汇报。



表 ３　 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ＡＲ ＳＥＭ ＳＤＭ

ＳＡＲ（１） ＳＡＲ（２） ＳＥＭ（１） ＳＥＭ（２） ＳＤＭ（１） ＳＤＭ（２）

常数项 ０．６０６５∗

（ １．７１５２）

０．２８７

（ ０．７７８６）

０．７０８５

（ １．４６１４）

０．４４９４

（ ０．７９３３）
０．７３０２∗

（ １．６５５４）

０．４２８５

（ １．１４８２）

ＩＮＦ
０．３２９２

（ ０．４３２７）

－０．５６３４

（ －１．０６１５）

０．９４３２

（ １．３０２３）

－０．５０１４

（ －０．９０７３）

－０．６６１３

（ －０．６７９２）

－０．６９９７

（ －０．６２９５）
ＩＮＦ×ＣＬ ０．９６２３∗∗

（ ２．１４８６）

０．６４４７

（ １．５２９４）
１．４３９２∗∗

（ ２．５２９８）

ＩＮＦ×ＣＮ
０．４２３２

（ ０．７７５２）

０．２４６５

（ ０．４５７３）
０．９７９５∗

（ １．７４２２）
ＩＮＦ×ＣＬ×ＧＯＶ ０．４８５５

（ １．５４９２）

０．５５２８

（ １．６１８４）
０．７３２６∗∗

（ ２．０４６３）
ＩＮＦ×ＣＮ ×ＧＯＶ ０．５０９２∗

（ １．８２０３）

０．６６０６∗∗

（ ２．２９１９）

０．２１８２

（ ０．３６１７）
ＩＮＦ×ＣＬ×ＣＯＯ －０．０８５６

（ －０．２４５１）

０．２４６４

（ ０．６４９２）

０．７８７８

（ １．３５８３）
ＩＮＦ×ＣＮ ×ＣＯＯ １．８６６４∗∗∗

（ ２．９４９９）

２．２８４３∗∗∗

（ ３．６３６６）

１．１９４１∗∗

（ ２．０６０７）

ＰＯＬ ０．２３９４

（ ０．９６０４）

０．０８２７

（ ０．３０９１）

０．３１２４

（ １．２６５２）

０．１３１２

（ ０．４９９３）

０．１７６９

（ ０．６７８６）

０．１６２

（ ０．６３１１）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４３９５∗∗

（ －２．０２０１）

－０．３３５３

（ －１．４５８７）

－０．３９２９

（ －１．３８８３）

－０．２４３６

（ －０．７４４４）

－０．０３５３

（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５６

（ －０．２６９）

Ｗ× ＩＮＦ －１．９８６５

（ －１．１２）

－０．１３２８

（ －０．２９３２）
Ｗ× ＩＮＦ×ＣＬ ０．８３３１

（ ０．７０１４）
Ｗ× ＩＮＦ×ＣＮ １．１４６９∗

（ １．７０９２）
Ｗ× ＩＮＦ×ＣＬ×ＧＯＶ －０．９４１８

（ －１．５９２９）
Ｗ× ＩＮＦ×ＣＮ ×ＧＯＶ －１．３２６８

（ －１．４６３４）
Ｗ× ＩＮＦ×ＣＬ×ＣＯＯ １．２６０２∗

（ １．８１５３）
Ｗ× ＩＮＦ×ＣＮ ×ＣＯＯ １．１８７９∗∗

（ ２．３１６９）

Ｗ×ＰＯＬ ０．６４３９

（ １．２７７３）
２．０７０１∗

（ １．８１５２）

Ｗ×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２１５５

（ －０．４５３９）

－０．１３４４

（ －０．２８０４）

ρ ０．３４２∗∗∗

（ ３．１７３２）

０．３８６∗∗∗

（ ３．７８８４）

０．２６６∗∗

（ ２．００３９）

０．２５８∗∗

（ １．９９７２）

λ ０．３５５∗∗∗

（ ２．９２９９）

０．４２７∗∗∗

（ ３．８７６８）

Ｒ２ ０．６４１８ ０．５４７５ ０．６８９ ０．６３１２ ０．６９８６ ０．６７８５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ｙｈｏｏｄ －５３．９０１４ －５９．３７５５ －５４．５３６９ －６０．２８９５ －５１．２４１４ －５３．０２０４

　 　 注：括号内是渐进 ｔ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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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显示，空间滞后项 ρ 的符号均为正，并且在 ＳＡＲ 模型中通过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在 ＳＤＭ 模型中通过 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ＳＥＭ 模型中空间误差项 λ 的符号为正且在 １％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三种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行政村层面的技术投入强

度存在显著正的空间相关性。 相比之下，ＳＤＭ 模型的 Ｒ２和 Ｌｏｇ 值均高于另两种模型，模型拟合

效果更好。 因此本文以 ＳＤＭ 模型的估计结果为准对自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检验做如下汇

报，村级层面掌握技术信息知识的单独项（ ＩＮＦ）没有对村庄层面调水新技术投入强度产生显著

影响，原因是在许多样本村，微生物调水技术信息没有得到有效传播；掌握技术信息知识和村庄

淡水养殖土地要素集中度的交互项（ ＩＮＦ×Ｃ Ｌ）系数符号为正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技术信息知

识和村庄淡水养殖劳动要素集中度的交互项（ ＩＮＦ×ＣＮ）系数符号为正且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表明养殖集聚通过提升本村农户对技术信息知识的整体掌握水平，显著促进了本村农户整

体采纳技术强度，原因在于养殖集聚内密集的网络发挥学习效应，使得农户整体掌握技术水平

提高，从而使得整体使用技术强度提高；技术信息知识、淡水养殖土地集中度和公共技术支撑主

体交互项（ ＩＮＦ×Ｃ Ｌ×ＧＯＶ）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技术信息知识、淡水养殖劳动

集中度和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交互项（ ＩＮＦ×ＣＮ×ＣＯＯ）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表明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养殖集聚通过提升本村农户对技术信息知识的整体掌握水平，显著

促进了本村农户整体采纳技术强度，原因在于技术支撑主体作为弱关系嵌入集聚网络中，是新

知识和新思想传播的主要源头，进一步推动了新技术的传播。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养殖集聚及技

术支撑主体嵌入可能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本村空间内的传播，从而促使本村范围内农户采纳技

术强度的提升，而空间直接效应是否存在需要通过空间效应分解作进一步检验。
在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结果中，Ｗ×ＩＮＦ×ＣＮ、Ｗ× ＩＮＦ×Ｃ Ｌ×ＣＯＯ 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 １０％的水

平上显著，Ｗ×ＩＮＦ×ＣＮ×ＣＯＯ 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Ｗ×ＰＯＬ 的系数在模型 ＳＤＭ
（２）中为正且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养殖集聚、养殖集聚中嵌入技术支撑主体可能促

使技术信息知识扩散到邻近村庄，从而技术信息知识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溢出效

应；村庄水资源禀赋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空间溢出

效应是否存在需要通过空间效应分解作进一步检验。
（三）空间效应分解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对空间效应的分解结果如下。
表 ４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ＩＮＦ
－０．８５４７

（ －０．７７８６）

－２．６８４５

（ －１．０７１４）
ＩＮＦ

０．９７１

（ １．３３５９）

－２．３１９３

（ －１．５０４９）

ＩＮＦ×ＣＬ
１．５３６２∗∗

（ ２．３４３９）

１．４８３２

（ ０．９１２４）
ＩＮＦ×ＣＮ

１．０４６５∗

（ １．６９７１）

１．２６５８

（ ０．８４２９）

ＩＮＦ×ＣＬ×ＧＯＶ
０．６５４２∗

（ １．８６９７）

－０．９５７１

（ －１．３８５１）
ＩＮＦ×ＣＮ ×ＧＯＶ

０．４３９５

（ １．６１５１）

－１．２３１９

（ －１．０２４５）

ＩＮＦ×ＣＬ×ＣＯＯ
－０．６４６８

（ －１．１８４２）
１．３３７６∗

（ １．７６６７）
ＩＮＦ×ＣＮ ×ＣＯＯ

１．０６４２∗

（ １．７８６４）

１．３１６６∗∗

（２．０１４３）

ＰＯＬ
０．２３８３

（ ０．８６１４）

０．８８４

（ １．３７１３）
ＰＯＬ

－０．１７７１

（ －０．６５４）
０．５４４∗∗

（２．０２６５）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４２１

（ －０．１１０３）

－０．２８４４

（ －０．５８３８）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９２８

（ －０．２３０５）

－０．１２９８

（ －０．２６０３）

　 　 注：括号内是渐进 ｔ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空间总效应等于空间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的算术加总，本文受限于篇幅未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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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技术信息知识的空间效应。 行政村层面掌握技术信息知识（ ＩＮＦ）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均不显著，结果表明，总体上掌握技术信息知识没有对本村和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

显著的空间影响，原因在于，从样本总体来看，微生物调水技术信息知识没有获得有效的传播。
２．养殖集聚的空间效应。 村级掌握技术水平和淡水养殖土地要素集中度交互项（ ＩＮＦ×Ｃ Ｌ） 、

村级掌握技术水平和淡水养殖劳动要素集中度交互项（ ＩＮＦ×ＣＮ）的空间直接效应均为正且分别

在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变量的间接效应均不显著。 结果表明，养殖集聚

能够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本村内的传播，从而通过提高本村农户整体掌握技术水平，促使本村

农户整体采纳技术强度的提高；但是养殖集聚无法促使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到邻近村庄，从而无

法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本文从网络视角对

该结果做如下解释：一方面农业技术隐性特征使得网络成员间必须通过高强度的互动才能有效

传播信息知识，尽管相邻村庄距离很近，但实现高强度互动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乡土社会网络

的地缘属性使得信息知识传播具有空间上的局限性，表现为同村农户之间具有更强的互惠动

机，而与其他村农户之间互惠动机较弱，因此形成了一个个闭合结构的网络，不同网络之间相互

联系存在壁垒效应，从而限制了网络传播信息的范围。
３．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养殖集聚的空间效应。 村级掌握技术水平、淡水养殖土地要素集中度

和公共技术支撑主体交互项（ ＩＮＦ×Ｃ Ｌ×ＧＯＶ）的空间直接效应为正且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村级

掌握技术水平、淡水养殖土地要素集中度和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交互项（ ＩＮＦ×Ｃ Ｌ×ＣＯＯ）的空间

间接效应为正且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村级掌握技术水平、淡水养殖劳动要素集中度和盈利性

技术支撑主体交互项（ ＩＮＦ×ＣＮ×ＣＯＯ）的空间直接和间接效应均为正且分别在 １０％和 ５％的水

平上显著，空间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结果表明技术支撑主体和养殖集聚的交互作用进一步

促使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并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显著的空间效应。 其中，公共技术支撑主体

嵌入养殖集聚能够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本村内的传播，但不能促使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到邻近村

庄，因此公共技术支撑主体嵌入通过提高本村农户整体掌握技术水平，促使本村农户整体采纳

技术强度的提高，但不能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

应。 而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养殖集聚不仅能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本村的传播，还能促使其

传播到邻近村庄，因此不仅通过提高本村农户整体掌握技术水平，促使本村农户整体采纳技术

强度的提高，还能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且后

者的影响程度大于前者。
本文对该结果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从机构属性来看，公共技术支撑主体属于政府机构，其

开展技术服务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完成行政任务；而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属于市场机构，追求

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动机，因此相比公共技术支撑主体的工作动力更足，对农户采纳新技术行

为的空间影响更大。 从技术服务模式来看，农户在公共技术服务中处于被动地位，接受的技术

信息往往并非所需；而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以农户为主导，因此能够精准传播技术，从而对农户

采纳新技术行为的空间影响更大。 从网络的视角来看，首先公共技术支撑主体带有“官员”属

性，相比之下，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更加“亲民” ，因此与农户更容易形成紧密的网络；其次，基
于行政建制的公共技术支撑主体流动性较差，比如基层的农技推广员有其相对固定的责任区

域，容易形成“固化”的网络，使得信息知识的传播局限于本村内，而私人技术支撑主体出于拓

展业务的需要往往会立足于中心城镇，在通过自身传播技术的同时，为附近各个村庄的淡水养

殖从业者提供相互交流学习的场所和平台。 因此，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通过发挥纽带作用促进

了相邻村庄间农户的交流，从而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相邻的村庄间传播并对采纳技术行为产生

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空间直接影响。 湖州

市菱湖镇淡水养殖行业的早茶文化是典型的现实案例。 调研中发现，每天清晨，在菱湖渔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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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庆渔堂等大大小小的养殖技术服务机构内聚集了许多来自周边的养殖从业人员，他们或是

出于业务需要，或是单纯为了喝茶聊天相聚在一起，在不经意的闲谈间，大量的隐性技术知识获

得传播。
４．资源禀赋的空间效应。 在对模型 ＳＤＭ（２）的空间效应分解中，村庄水源受到污染（ＰＯＬ）

的空间直接效应不显著，但间接效应为正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水资源禀赋对本村农

户采纳技术行为影响不显著，但对邻近区域农户采纳技术行为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原因在于

相邻地区往往具有相似的水资源禀赋，因此水体环境对采纳技术行为影响的空间效应不局限于

本村范围内。 村庄人均年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的空间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模型 ＳＤＭ（ １） 、ＳＤＭ
（２）中均不显著，说明资本禀赋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的空间影响不显著，可能原因是调研区域

多位于省会城市和比较发达的东部城市，虽然彼此间收入水平有所差异，但均高于使用微生物

调水技术的价格门槛，因此该变量对采纳技术行为影响的空间效应在本文中不显著。
（四）内生性检验

淡水养殖集聚程度和农业新技术投入强度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怀疑淡水养

殖集聚程度变量存在内生性，为便于检验，本文将模型简化为如下形式 ：
Ｔ ＝ β０＋β１Ｃ Ｌ＋β２Ｓ＋ε （６）

式（６）中 Ｔ 表示农户新技术投入强度，解释变量只包含以土地要素集中度衡量的村庄淡水

养殖集聚程度（Ｃ Ｌ）和村庄控制变量（ Ｓ） ，选取工具变量法检验变量的内生性，所选择工具变量

既要与怀疑的内生变量 Ｃ Ｌ 高度相关，同时要与模型的随机扰动项不相关，因此本文选取行政村

距中心镇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距中心镇近的行政村市场更加完善，从而有利于农业集聚的形成

和发展，弱识别检验结果显示最小特征值为 １４．０３４４＞１０，工具变量与怀疑的内生变量间具有较

高的相关性，故所选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在此基础上用所选工具变量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显示模型的内生统计量为 １．１５，相应伴随概率为 ０．２８２５，因此不能拒绝 Ｃ Ｌ 是外生变量的原假

设，故认为本文中淡水养殖集聚程度不具有内生性，模型结果是稳健的。 分析原因认为，尽管农

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促进区域内农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但是一方面微生物调水技术仅仅

是众多淡水养殖前沿技术中的一个，单个技术的应用对区域农业集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另
一方面技术进步对区域农业集聚的影响必然存在滞后效应，微生物调水技术推出时间较短，其
对区域农业集聚的影响可能尚未体现。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农业生产集聚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能够激发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
促进新技术信息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从而对农户采纳新技术产生空间影响。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

论有：（１）农户采纳技术行为和掌握技术水平在行政村层面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行政村层

面农户技术投入强度和掌握技术水平的差异显著且在相邻村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２）村级掌握技术水平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空间效应，说明在许多地区，微生

物调水技术信息知识没有获得有效传播。 （ ３）养殖集聚及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对农户采纳新技

术行为产生空间影响，具体表现在对本村空间的直接效应和对邻近村庄的溢出效应。 养殖集聚

能够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本村空间内传播，从而显著促使本村空间内技术使用强度的提升，但
不能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技术支撑主体嵌入

养殖集聚产生交互作用，进一步促进技术信息知识传播并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空间影响，
其中，公共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养殖集聚能够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本村传播，从而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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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空间内农户采纳技术强度，但不能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显

著的溢出效应；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嵌入养殖集聚不仅促使技术信息知识在本村内传播，还能

促使技术信息知识扩散到邻近村庄，从而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产生显著的空间直接效应和溢出

效应。 （４）水资源禀赋对邻近村庄农户采纳微生物调水技术行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主要启示

本文获得的主要启示有：（１）坚持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形成具

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生产集聚，通过形成集聚激活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促进新技术的传播；（ ２）
要增强相邻村庄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网络结构的相互融合以打破信息传播的壁垒，扩大网络

传播信息知识的范围；（３）在农业生产集聚发展的同时积极引导产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增加

技术支撑主体嵌入是传统农业生产集聚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应当增加公共技

术支撑主体的区域流动性和相互间的交流，让农户与公共技术支撑主体双向对接并在技术服务

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积极扶持、监督、规范盈利性技术支撑主体；（ ４）农业生产集聚和技术支

撑主体嵌入对农业新技术采纳的空间影响是社会网络嵌入市场机制中发挥协同效应的结果，强
化协同效应就必须要一方面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形成有效的制度法规，另一方面注重信任、
规范等社会资本的积累；（５）技术支撑主体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农业生产集聚内分工深化的外在

表现，二者表现出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促进区域内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和

分工经济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集聚的发展和技术支撑主体的完善。 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生

产集聚、技术支撑主体和农业新技术推广存在动态相互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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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Ｂｕｒｔ Ｒ 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Ｉｄｅａｓ［ 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 ．
［２６］孙晓娥，边燕杰 ．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假设的再探讨［ Ｊ］ ．社会，２０１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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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季刊） ，２０１７（２） ．
［２９］赵剑治，陆铭 ．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 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 Ｊ］ ．经济学（季

刊） ，２００９（１） ．
［３０］边燕杰 ．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 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３） ．
［３１］王静，霍学喜 ．农户技术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收入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全国七个苹果主产省的

调查数据［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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